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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佛教文化對於中國戲曲形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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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多數研究中國戲曲的學者都認為，中國本土原生的戲劇源頭可以一直追溯到遠古

時代，但是中國成熟的戲劇即戲曲，則是直到宋元時期才正式形成。中國戲曲的史前期

之所以如此之長，是因為中國的敍事文學長期欠發達。從漢代開始，佛教作為一種異質

文化，逐漸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也大大地刺激了中國人想像力的發展。就

文學藝術而言，中國中古文學藝術的面目為之一變，變得豐富多彩、神奇絢麗，一派新

的氣象。尤其是佛教的傳播直接刺激了講唱藝術的繁盛，唐代講唱文學空前大發展。這

一切都為其後戲劇文學的出現，鋪平了道路。而戲劇文學的出現，則使得中國原本就歷

史悠久的演劇活動，脫離了相對簡單的狀態，進入了相對複雜的時期，從而標誌著中國

戲曲的正式形成。 
 
關鍵詞：佛教影響、講唱文學、戲曲形成、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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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jority of Chinese opera scholars believe that indigenous Chinese theatrical arts could 
all be traced back to the ancient times, but the genre didn’t mature and officially become 
Chinese opera till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reason that the pre-historical period of 
Chinese opera was so long i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development with nar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Starting in the Han dynasty, Buddhism, a form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 was 
gradually casting profound impact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greatly 
inspiring people’s imagination. In the area of literary art,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art began to 
take on new changes and became more diverse and vibrant, taking over by a new wave that 
was spectacular and splendid.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lso directly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simetric arts, and the art form greatly thrived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paved the way for the later emergence of drama literature. The emergence of drama literature 
pushed the originally extensive performing arts activities in China away from their originally 
simple state, propelling them into a comparatively more complex time, marking 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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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cultural studies  
 
 
 
 
 
 
 

 

  眾所周知，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最主要的娛樂形式，元明清三代的戲曲均受到了佛教

的影響。其中比較著名的劇作就有，元雜劇鄭廷玉的《看錢奴》、元雜劇楊訥的《西遊

記》、明傳奇鄭之珍的《目連救母》，以及清代宮廷大戲張照的《勸善金科》和《昇平寶

筏》等等。不過，本文並不準備論述佛教對於戲曲的思想內容的影響，而是嘗試切入更

深的層次，探討中國戲曲在形成過程中，外來佛教文化之重要促進作用。 

 

一、  
  就廣義而言，世界各民族最原始、即興的表演藝術中都包含了戲劇的因子。1與世

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樣，中華原始戲劇的源頭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遠古時代。張庚等人在

追溯中國戲曲的起源時，就根據古代的文獻材料，如《尚書．舜典》中的「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和《呂氏春秋．古樂》中的「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

等，推測上古先民們的這些活動其實就是原始的歌舞儀式。2 

  王國維考論上古戲劇。他旁蒐遠紹，由春秋的「優孟衣冠」，到漢代的「東海黃公」，

再到北齊的《蘭陵王》和《踏搖娘》等等，並指出：「古之俳優，但以歌舞及戲謔為事。

自漢以後，則間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實始於北齊。」3實際上，他已經清晰

地勾勒出古代表演技藝中不斷增長的演故事的趨勢： 

  「優孟衣冠」已經含有模仿他人進行表演的成分——「優孟之為孫叔敖衣冠，而楚

王欲以為相」。4楚相孫叔敖為人清廉，死後他兒子陷入貧窮之中。宮廷樂人優孟便去見

楚王，並模仿孫叔敖生前的言談舉止，以打動楚王。 

「東海黃公」已經是在表演故事——「『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

救』，則且敷衍故事矣」。5「東海黃公」是西漢角抵戲中的一段表演。說的是東海人黃

公，因為練過法術，年輕時能夠抵禦和制伏各種猛獸。到了老年，氣力衰疲，加上飲酒

                                                 
1 需要指出的是，伊斯蘭教壓抑了戲劇的產生和發展。伊斯蘭教的教義認為，無論是通過繪畫、雕塑，

還是通過戲劇演出來塑造人物形象都是犯罪的行為。James R. Brandon, Theatre in Southeast Asia（東南

亞戲劇）(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67), pp. 42-43〃所以，雖然阿拉伯各國都有傳統的表演藝術，

如誦詩、說唱之類，但是他們並沒有在此基礎之上發展出真正的戲劇藝術。而現代一些阿拉伯國家的

戲劇藝術則是在歐洲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 
2 張庚，郭漢城編，《中國戲曲通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頁 3-4。 
3 王國維編，〈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頁 8。 
4 王國維編，〈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 6。 
5 王國維編，〈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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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庚，郭漢城編，《中國戲曲通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頁 3-4。 
3 王國維編，〈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頁 8。 
4 王國維編，〈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 6。 
5 王國維編，〈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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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法術失靈，反而被白虎咬死。 

《蘭陵王》則已經是一齣歌舞戲—— 

《舊唐書〃音樂志》云：「代面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

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

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6 

《蘭陵王》在中國早已經失傳，不過在日本的舞樂中卻有所保存。而歌舞戲《踏搖娘》

的故事情節則開始多了一些變化發展： 

又《教坊記》云：「《踏搖娘》：北齊有人姓蘇， 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

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

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

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鬥之狀，以為笑樂。」7 

  至於任半塘，更是拿出厚厚兩大本的《唐戲弄》，臚列了一大批唐代的歌舞戲，8試

圖證明早在唐代中國的戲劇就已經蔚為大觀。9然而，絕大多研究中國戲曲的學者還都

是認為那些歌舞戲還不能算作是戲曲——中國成熟的戲劇。他們一般都認為戲曲要到

宋元時期才正式形成。10 

  為何研究戲曲發展史的學者們大都不認為那些唐代歌舞戲已經是戲曲，而認為戲曲

要到宋元時期才正式形成？其關鍵就在於：《踏搖娘》這類歌舞戲，雖然已經是以歌舞

演故事，但是它們的人物和情節都還很簡單，換言之，它們的戲劇文學因素還很薄弱。

由於尚不具備相對豐富的情節和較為飽滿的人物，也由於語言尚不能作為一種重要的媒

介參與其中，這類歌舞戲的容量和深度都是十分有限的。顯然，沒有戲劇文學的支持，

中國古代的演劇活動難以發展為成熟的戲劇。11戲劇文學的出現有賴於敘事文學的發

達，然而，為何中國上古時期的敍事文學一直欠發達呢？ 

                                                 
6 王國維編，〈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 8。 
7 王國維編，〈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 9。 
8 任半塘編，《唐戲弄》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社，1984）。 
9 任半塘編，《唐戲弄》上、下冊，頁 1-2、頁 1102、頁 1356-1358。 
10 近年又有一些學者圍繞著《公莫舞》爭論：該作品是否為歌舞戲？中國歌舞戲的歷史是否應該提前到

漢代？葉桂桐，〈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端正學風——學術個案《公莫舞》研究之研究〉聊城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12），頁 1-11。 
11 此處需要說明的是，戲劇文學並不完全等同於劇本，儘管後者常常是前者的載體。中國傳統社會裡普

遍存在的情形是：許多好戲直接以演出者為載體，並無劇本。換言之，在中國傳統社會裡，戲劇文學

並不一定非得以文本為載體不可，它和劇本也不可以直接劃上等號。 

 

二、  

  在中華文化的上古時期，不見充滿虛構幻想、充滿原始宗教精神的史詩，而有大批

感懷人生片斷（以實在的人生經驗為素材）的抒情詩。12漢魏以降，敍事詩雖有發展，

出現了《陌上桑》、《羽林郎》、《孔雀東南飛》、《木蘭詩》等優秀作品；但是，敍事詩在

當時整個詩歌中仍占少數，體制也依然不夠浩大。敍事文學長期受抒情文學的抑制而不

能充分發展，同時，它也一直是史學的婢女，就如同我們在《左傳》和《史記》中所見

到的那樣。這是一種實實在在、非玄想虛構的敍事文學：並非絕無虛構成份，但虛構的

只是細節，重大事件則依據史實，並非杜撰，更談不上有什麼離奇的幻想。 

  正如魯迅指出的那樣：「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不欲言鬼神，

太古荒唐之說，俱為儒者所不道，故其後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13中華民族早

熟的歷史意識和倫理意識，抑制了原本就不甚濃厚的宗教意識，阻礙了神話傳說的發展

以及它的傳世。中華文化重新解釋神話，將其納入正史。像孔子解釋「黃帝三百年」、「黃

帝四面」和「夔一足」都是些典型的例證。14 

  而印度文化則把一些重要的史實，融入了宗教神話的體系。於是，佛教的創始人釋

迦牟尼，成了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毗濕奴的第九次化身；而現代政治領袖聖雄甘地，竟成

了毗濕奴的第十次化身。15中國的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而「那些印度聖人絞起腦筋

來，既不受空間的限制，又不受時間的限制，談世界則何止三千大千，談天則何止三十

三層，談地獄則何止十層十八層，一切都是無邊無盡」。16可以說，這是一個相對缺乏

歷史記載，17卻充滿了宗教幻想的文化。被稱之為該文化經典的《摩訶婆羅多》和《羅

摩衍那》，浩大離奇，就是該文化充沛宗教情懷和超凡幻想力的具體體現。而梵劇的發

                                                 
12 「詩三百篇」絕大多數都是抒情詩，敍事詩的數量並不多，篇幅也比較短小，如，《詩經·大雅》中

的〈生民〉、〈公劉〉，《詩經·國風》中的〈氓〉、〈七月〉，等。 
13 魯迅編，《中國小說史略》（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25。 
14 《大戴禮記五帝德篇》、《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引《屍子》、《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轉引自北京

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註，《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0。 
15 糜文開編，《印度文化十八篇》（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7），頁 67。 
16 胡適編，《白話文學史》上卷（上海：新月書店，1929），頁 158。 
17 印度文化注重口傳忽視筆錄。不晚於西元前七世紀，印度已有了文字，但只用於銘刻之類而未用於書

寫文章，直到西元前後才有了文字形式的典籍。由於其口傳的特點，古代印度的歷史文獻大都是以詩

體文學的形式存在。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辭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226。
由於缺乏文字記載，以至現代學者研究古代印度史，需要到法顯的《佛國記》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

這類中文著作裡去尋找資料。而法顯、玄奘等人注重文字記載、著述佛教史籍的行為，這本身尌生動

體現了史官文化在中華強有力的傳統，即使是佛教徒也不能免受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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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法術失靈，反而被白虎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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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國維編，〈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 8。 
7 王國維編，〈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 9。 
8 任半塘編，《唐戲弄》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社，1984）。 
9 任半塘編，《唐戲弄》上、下冊，頁 1-2、頁 1102、頁 1356-1358。 
10 近年又有一些學者圍繞著《公莫舞》爭論：該作品是否為歌舞戲？中國歌舞戲的歷史是否應該提前到

漢代？葉桂桐，〈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端正學風——學術個案《公莫舞》研究之研究〉聊城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12），頁 1-11。 
11 此處需要說明的是，戲劇文學並不完全等同於劇本，儘管後者常常是前者的載體。中國傳統社會裡普

遍存在的情形是：許多好戲直接以演出者為載體，並無劇本。換言之，在中國傳統社會裡，戲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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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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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詩三百篇」絕大多數都是抒情詩，敍事詩的數量並不多，篇幅也比較短小，如，《詩經·大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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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魯迅編，《中國小說史略》（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25。 
14 《大戴禮記五帝德篇》、《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引《屍子》、《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轉引自北京

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註，《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0。 
15 糜文開編，《印度文化十八篇》（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7），頁 67。 
16 胡適編，《白話文學史》上卷（上海：新月書店，1929），頁 158。 
17 印度文化注重口傳忽視筆錄。不晚於西元前七世紀，印度已有了文字，但只用於銘刻之類而未用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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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始終都離不開這兩大史詩的滋養。 

  缺乏深厚的敍事文學的土壤，自然難以長出戲劇文學的參天大樹。中國古代演劇起

源雖早，但是戲劇文學卻一直處於不發達狀態，其根源就在於此。隨著佛教的傳入和流

播，印度文化中的那些奇妙幻想及其思維方式，也就進入了中華文化，並且逐漸深入人

心。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為之開拓，幻想世界也因之而豐富。只要看一下《目連救母》變

文，就不難覺察這種影響：寫目連上天入地，寫阿鼻地獄之恐怖，形象生動，誇張離奇。

沒有《目連救母》變文，沒有《目連救母》變文當時在民間廣泛的影響，恐怕北宋也不

可能憑空產生出《目連救母》雜劇（後文將詳述）。由此也可見敍事文學的發展對於戲

曲萌生的重要意義。 

  還需注意的是，自漢至唐好幾百年裡，大量佛典被譯為漢文；這一大批漢譯佛典，

成了佛教文化刺激和影響中華文化的仲介。由於翻譯佛經，產生了一種新的文體。這種

文體既不同於當時綺麗虛浮的駢文，也不同於滿篇「之乎者也」的古文。它不求華美，

只求切合原意；它化用梵文，夾雜語體，創造了大量新辭彙和一些新句法；它散韻交錯，

並以無韻詩翻譯原文的詩體。18朱慶之曾經研究佛典與中古漢語關係。他以豐富的材料

說明，佛典翻譯初步奠定了口語文學語言辭彙系統的基礎，這就從語言學的角度，再次

肯定了佛典文學、敦煌文學和宋元通俗文學之間的淵源關係。19康保成從漢譯佛典和佛

教史籍中徵引了大量材料，論證中國古代戲劇的許多術語（廣及演出場所、腳色行當、

演出形式等各個方面）源自漢譯佛典，其中有些甚至源自梵文，從而證明佛教在中國戲

劇成熟過程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20 

 

三、  

  在古代中國，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看書識字。佛教在傳播過程中，雖大量譯經，但

要使各個階層的民眾都能夠領悟佛教細密深奧的教義，實非易事。在這種情形下，通過

講唱傳播佛教，就成了一種極為有效的方法。儘管起因在於弘揚佛法，不在文藝，但是

在向大眾普及佛教的過程之中，講唱文藝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而且到了後

來，講唱的內容已經不限於佛教故事，還包括了大量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唐代佛教盛

                                                 
18 梁啟超編，《翻譯文學與佛典》，收入《梁啟超全集》，第七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3806。 
19 朱慶之編，《佛典與中古漢語辭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211-243。 
20 康保成編，《中國古代戲劇形態與佛教》（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 

 

行，寺院眾多。當時的寺院不但是宗教的場所，也是各階層人士聚散、遊賞的地方。於

是，在佛教的刺激之下，講唱文藝逐漸興盛起來，並從寺院流向民間，而講唱者的範圍

也隨之擴大到僧侶之外。 

  韓愈的《華山女》一詩，透露出有關唐代講唱盛況的資訊：「街東街西講佛經，撞

鐘吹螺鬧宮庭，……聽眾狎恰排浮萍。」21佛教俗講吸引了大批的聽眾，以至道士那裡

講經，「座下寥落如明星」。後來，道姑華山女又把聽眾全都吸引回去，「掃除眾寺人跡

絕……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當時佛道競爭激烈。無論是佛道哪一方，

為了生存，想必都要使盡渾身解數來爭取聽眾。這種競爭，多少也會迫使講唱者不斷改

進自己的講唱技藝吧。 

  經常被學者們引用的關於文淑（漵）法師的記載，也反映出當時俗講興盛的情形： 

「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22其實，當時不光是社會中下層的大眾，就連

上層的文人士大夫也為講唱這種通俗文藝所吸引，並受其影響。《唐摭言》記載，張祜

曾和白居易打趣，說他《長恨歌》中的詩句「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是

「目連變」。23這種遺聞軼事或許是小說家言，未必可信。不過，確有可靠的材料證明，

白居易等人喜愛「說話」。白居易曾向元稹，白行簡曾向李公佐講述「一枝花（李娃）」

的故事，後來白行簡還寫了《李娃傳》。24 

  唐代講唱文藝的繁榮，促使中國的敍事文學脫離了幼稚的階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和以前的虛構的（非史傳的）敍事文學作品相比較，唐代的講唱篇幅加長，容量

擴展，反映面拓寬，題材多樣化，描寫趨於細緻，生活氣息增強。它在多方面，為後來

的戲劇文學作好了準備。25首先是人物和情節。變文說唱的一些故事，如，目連、伍子

胥、王昭君、董永，等等，都不斷在後世戲曲中出現。還有在語言上，唐代講唱散韻交

                                                 
21 屈孚元、常思春編，《韓愈全集校注 2》（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頁 934。 
22（唐）趙璘，《因話錄》，轉引自向達，〈唐代俗講考〉，《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

店，1957），頁 298。 
23 鄭振鐸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頁 449。 
24 胡士瑩編，《話本小說概論》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6；又見汪辟疆（校錄），《唐人

小說》（香港：中華書局，1958），頁 108。 
25 一百多年以前，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展現了一批在其他地方已經絕跡了的講唱文本。而在此之前，學

者們對宋代各類講唱的來源，茫然不得頭緒。藏經洞打開之後，這批寶貴的資料尌為研究中古各類講

唱的具體形態，為研究中古講唱和近古講唱、戲曲小說的淵源關係，提供了具體的例證。敦煌是絲綢

之路的重鎮。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它曾長期受到經由西域而來的外來文化的影響。它也在一定程度

上保留了這些外來影響的歷史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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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古代中國，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看書識字。佛教在傳播過程中，雖大量譯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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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梁啟超編，《翻譯文學與佛典》，收入《梁啟超全集》，第七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3806。 
19 朱慶之編，《佛典與中古漢語辭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211-243。 
20 康保成編，《中國古代戲劇形態與佛教》（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 

 

行，寺院眾多。當時的寺院不但是宗教的場所，也是各階層人士聚散、遊賞的地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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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屈孚元、常思春編，《韓愈全集校注 2》（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頁 934。 
22（唐）趙璘，《因話錄》，轉引自向達，〈唐代俗講考〉，《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

店，1957），頁 298。 
23 鄭振鐸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頁 449。 
24 胡士瑩編，《話本小說概論》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6；又見汪辟疆（校錄），《唐人

小說》（香港：中華書局，1958），頁 108。 
25 一百多年以前，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展現了一批在其他地方已經絕跡了的講唱文本。而在此之前，學

者們對宋代各類講唱的來源，茫然不得頭緒。藏經洞打開之後，這批寶貴的資料尌為研究中古各類講

唱的具體形態，為研究中古講唱和近古講唱、戲曲小說的淵源關係，提供了具體的例證。敦煌是絲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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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體式，為後世的戲劇文學奠定了基礎。如前所述，印度文化注重口傳忽視筆錄。為

了便於記誦，印度文學作品在散文記敍之後，往往用韻文「偈」再說一遍。26在佛典翻

譯和口傳的過程之中，這種韻散交錯、唱說相間的體式在中土盛行起來。此外，在講唱

中，音樂和文學大面積有機地融合，共同鋪敍故事和表現人物，這也為後世的戲曲提供

了重要的表現方法和手段。 

  披覽《敦煌變文集》和《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27可以清楚地看到眾多作品，

無論是宣講佛經，還是講述佛教故事或是歷史民間故事，都是交錯運用散文和韻文。例

如，《太子成道經》、《妙法蓮花經講經文》、《維摩詰經講經文》、《八相變》、《破魔變文》、

《降魔變文》、《目連變文》、《伍子胥變文》、《孟姜女變文》、《漢將王陵變》、《李陵變文》、

《王昭君變文》等。它們講唱交替，夾敘夾唱，說說唱唱，在形式上已經和後世的戲曲

非常接近。 

  而且在《下女夫詞》、《破魔變文》和《維摩詰經講經文》這一類作品中，已經出現

了一種問答對話體。例如，《破魔變文》寫魔王與佛祖鬥法，大敗；然後，他的三個女

兒便去以美色引誘佛祖： 

第一女道：…… 

女道：「勸君莫證大菩提，何必將心苦執迷？ 

我舍慈親來下界，情願將身作夫妻。」 

佛云：「我今願證大菩提，說法將心化群迷。 

苦海之中為船筏，阿誰要你作夫妻！」 

第二女道：…… 

女道：「奴家愛著綺羅裳，不熏沉麝自然香； 

我舍慈親來下界，誓將纖手掃金床。」 

佛云：「我今念念是無常，何處少有不燒香； 

佛座四禪本清靜，阿誰要你掃金床！」 

第三女道：…… 

女道：「阿奴身年十五春，恰似芙蓉出水濱。 

                                                 
26 胡適編，《白話文學史》上卷（上海：新月書店，1929），頁 178。 
27 王重民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周紹良、張湧泉、黃徵編，《敦煌變

文講經文因緣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帝釋梵王頻來問，父母嫌卑不許人。 

見君文武並皆全，六藝三端又超群， 

我舍慈親來下界，不要將身作師僧。」 

佛云：「汝今早合舍汝（女）身，
28只為從前障佛因， 

大急速須歸上界，更莫紛紜惱亂人。」29 

不難看出，這段變文在形式上已介於講唱和戲劇之間，或者說，它在形式上已經與後世

的戲曲非常類似。又如，《下女夫詞》寫刺史深夜投宿，先為姑嫂多方盤問，後得以住

宿。該作品在形式上將刺史和姑嫂分別標為「兒」、「女」，全篇通過他們之間的問答來

推動情節的發展，可以說，已經具備了劇本的雛形。30 

  此外，李正宇曾將敦煌遺書中的盛唐時期的佛教文學作品《禪師衛士遇逢因緣》，

同變文、鼓子詞、諸宮調等唐宋時期的多種講唱進行對照，指出該作品既不像變文，也

不像鼓子詞。他得出結論：「《禪師衛士遇逢因緣》的形式結構，同後來的諸宮調幾乎沒

有什麼區別。如果說不是鑒於沒有發現唐代有諸宮調之名，我們簡直可以說它就是諸宮

調了。」31過去一般都認為，諸宮調始於北宋，為孔三傳所創：「熙豐、元佑年間，……

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32如果上述李說確實能夠成立，

那諸宮調的萌芽在唐代（而非宋代）就已經出現。至於諸宮調對南戲形成的重要影響和

對北雜劇形成的決定性作用，則為治戲曲史者人所共知，此處不再贅述。 

  講唱文藝自唐代蓬勃發展，到了宋代更是蔚為大觀，33已經為戲劇文學的產生作好

了種種準備。講唱和戲劇之間，本來也就只有一步之遙。在語言上，只要把說唱者的敍

事體轉變為劇中人的代言體；在表演上，只要把一人或幾人坐唱（或者站唱）改為數人

分演不同的人物，講唱就會立即質變為戲劇。歷史上，不少戲曲劇目的本事源自講唱， 

前文曾提及雜劇《目連救母》的故事源於變文。《目連救母》變文早在宋代以前就已流

行，而《目連救母》雜劇出現在宋代，這絕非出於偶然。今人雖無法知道《目連救母》

                                                 
28 王重民編，《敦煌變文集》作「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頁 352；潘重規，《敦煌變

文集新書》作「女」（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597。 
29 王重民編，《敦煌變文集》，頁 351-352。 
30 王重民編，《敦煌變文集》，頁 273-284。 
31 李正孙編，〈試論敦煌所藏「禪師衛士遇逢因緣」──兼談諸宮調的起源〉，《文學遺產》第 3 期（1989），

頁 54。 
32（宋）王灼，《碧雞漫志》，《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頁 115。 
33 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戲曲小說叢考》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62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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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胡適編，《白話文學史》上卷（上海：新月書店，1929），頁 178。 
27 王重民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周紹良、張湧泉、黃徵編，《敦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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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重民編，《敦煌變文集》作「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頁 352；潘重規，《敦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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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王重民編，《敦煌變文集》，頁 351-352。 
30 王重民編，《敦煌變文集》，頁 273-284。 
31 李正孙編，〈試論敦煌所藏「禪師衛士遇逢因緣」──兼談諸宮調的起源〉，《文學遺產》第 3 期（1989），

頁 54。 
32（宋）王灼，《碧雞漫志》，《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頁 115。 
33 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戲曲小說叢考》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62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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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劇的具體詳細的內容，不過從相關文獻記載中多少還是可以窺見一些相關資訊： 

七月十五日中元節……耍鬧處亦賣果食種生花果之類，及印賣《尊勝目連經》……

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般「目連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增倍。
34 

《目連救母》雜劇能夠連續演上七八天，可見它的情節和人物相當充實豐富；而「觀者

增倍」，則說明該劇具有非常強的吸引力。 

又如，南宋時期，南戲的重要作品《趙貞女》演唱趙貞女和蔡二郎的故事： 

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實首之……
35 

《趙貞女蔡二郎》即舊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實為戲文之首。36 

而當時南方的講唱也在傳唱相同的故事。對此，南宋詩人陸游在他的詩中曾有描述：「夕

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37這再一次印

證了當年戲曲與講唱之間的血緣關係。 

  綜上所述，在佛教這一異質文化的影響下，中國中古文學藝術的面目為之一變，變

得豐富多彩、神奇絢麗，一派新的氣象。佛教的傳播，直接刺激了講唱藝術的繁盛。新

興的講唱文學一旦和久遠的演劇傳統相結合，戲劇文學便應運而生，同時這也反轉過來

促使演劇活動脫離原本相對簡單原始的狀態，達到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從而標誌著中

國戲曲的正式形成。 

                                                 
34（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頁 55。 
35（明）徐渭，《南詞敘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頁 239。 
36（明）徐渭，《南詞敘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頁 250。 
37（宋）陸游著，錢仲聯，〈小舟遊近村捨舟步歸‧其四〉，《劍南詩稿校注》四（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頁 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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